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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这部书，非出自一人之笔，亦非成於一时之书。拿时间来说，最早的作品，可

能写于战国初年；最晚的作品，可能出现于文、景之世。拿内容来说，包括了道家、儒家、

兵家、医家、阴阳家以及法家的思想，而法家之说，实构成这部书的主要部分。由于这部书

的内容极端丰富，涉及的方面甚多，著者暂时还来不及一一加以深入的研究，现在只从法家

的作品中检出两三篇来，考察其所反映的战国时代的社会情况。 
 

一、从《问篇》来看战国时代的社会构成 
 

法家的一贯的思想，在于摧毁封建领主的割据势力而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自从子产开

始施行这一新的方针以后，到了李悝就公开地宣布，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再

经过商鞅的改革，法家的理想遂得以普遍地施行于古代的全中国。封建领主被打倒了，封建

地主到处抬起头来了。 
《管子》的《问篇》第二十四，既明确地在宣传李悝和商鞅的思想，又具体地反映出战

国时代的社会情况。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这篇文章是很有兴趣的。这篇文章开头便说： 
……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

①
禄子有功，则士轻死节；……授事以能，则人

上功；…… 

依靠本人和君主的血缘关系或依靠祖宗的功勋而分封采邑的时代，不但已经成为过去；

即依靠血缘关系或祖上的功勋而享受爵禄的时代，亦已成为过去。战国时代的爵禄是授给有

德有功之人的，官职是授给有才能之人的。 
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 

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 

（君）群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 

群臣有（位）莅事，官大夫者，几何人？ 

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 

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 

大夫的地位，在卿之下，士之上；要是在春秋时代，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封建领主，不用

问就知道他的祖先是谁？他的大宗（卿）是谁？而战国时代的大夫，连政府都不知道他出身

何处，还须要进行调查，可见他不是什么世袭的贵戚。身为大夫，不但是没有采邑，连田也

没有，而只有一点俸禄，这样的大夫决不会是封建领主。就是对于这样的大夫，政府也还要

仔细调查，了解他是否禄当其功，才胜其职；不能让纨绔子弟来尸位素餐，蒙混国家的爵禄。

就是对于这样的大夫，也还要提高警惕，看他是否借钱给贫穷之士，而严防其笼络人心；要

看是否有国家的小吏，在大夫家里担任职务，而严禁其聚集党徒。至于外人来游而客于大夫

之家者，更须留心考察，一则防其私通外国，一则防其威权太盛。总之，政府要从一切方面

来预防犯上作乱的行为，来制止割据势力的死灰复燃。在这种政治空气笼罩之下，不可能有

封建领主的存在。战国时代的大夫，充其量，是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田宅的地主而已；或者连

                                                 
①
《管子》书中错简、错字、夺字甚多，若非前人辛勤努力，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校勘工作，我们便休想读懂

这部奇书。今天之所以能勉强看得懂，前人的劳绩，实在值得感谢。所以每逢引用《管子》的时候，注出

那些错字为某人所校正，以表彰前人的功劳，实为研究《管子》者的义务。例如这一句的（大）字，依张

佩纶校，是一个衍字。无奈经过校正的字，触目皆是，若一一注出，则著者实不胜其注，而读者亦将不胜

其烦；今后每逢有校正之处，便在错字、衍字之上皆加括弧（ ），所补夺字，则加括弧（ ），以志前人

的劳绩，并慎重地表示著者不敢掠人之美。 



田宅也没有，而仅仅是领取俸禄的官僚而已。 
士之身耕者，几何家？ 

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吏恶何事？ 

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 

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 

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帅众莅百姓者，几何人？ 

士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 

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 

中外都有一些史家注意到中国历史上，似乎曾经有过封建领主时代，但奇怪的是没有武

士阶级。武士阶级是封建领主的支柱，他要依靠武士阶级来进行封建割据战争，他要依靠武

士阶级来镇压农民的反抗，而中国史上竟没有武士阶级，遂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在

五六十年前，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史家，曾为此而深致惋惜。他们羡慕日本帝国主

义日臻强盛，在侵略战争中，每战皆捷。他们在羡慕之余，遂进一步而研究其所以然。他们

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在每一次战争中取得胜利，乃是因为日本人能够发挥其武士道精

神，所谓武士道精神，实即日本的封建余孽，武士阶级的精神——剽悍好斗；而中国之所以

萎靡不振，则是由于缺乏武士道精神，在历史上缺乏武士阶级的存在的缘故。中国不欲振奋

则已，如果想发奋图强，必须培养这种武士道精神。从现在看起来,这种说法虽然十分可笑，

可是当时提倡此说者，却是一本正经。 
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无论洋之东西，都在发生作用，尽管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各自具

有其特殊性。有了封建领主的制度，而不出现领主们所恃以维护其特权的武士阶级，是不可

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封建领主制，当然也存在过武士阶级，不过这些阶级早

在两千年前就躺下去了，必须遵循着社会发展的法则去找，然后找得到他们；要不然，哪怕

你费尽毕生的心血于故纸堆中，也只能做到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足以见舆薪。 
春秋时代的所谓士，在没有产生文士阶层以前，都是武士。这些武士大概都是卿大夫（封

建领主）的小宗，或者是这些小宗的分支，即奉这些小宗为大宗的小宗。血缘的脐带把封建

领主和武士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采邑的分封制又使他们有了共同的经济上的利益，使

武士阶级不得不效忠于封建领主；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一种同生死、共存亡的，要割也割不

断的关系。可是当着封建领主们在法家的打击之下垮下去的时候，武士阶级也跟着垮下来了，

其中的一部分急难可使者便形成了官吏群。战国时代的士，已经不是从封建领主那里分得了

一份土地的武士阶级，而是舞文弄墨之士，等而下之，便是耕战之士，士卒之士。 
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以帅众蒞百姓者以及士之急难可使者，大概都是俊秀之士，有

舞文弄墨之长，必须了解清楚，以备不时之需。士之有田宅，身在阵列者；士之非嫡长子，

因能胜任甲兵，而自愿投身行伍者；以及躬亲耕种者（不问其所耕的是自己的或租借的）；

这些都是所谓耕战之士、士卒之士，应得到国家鼓励的人物，必须调查清楚，而加以鼓励。

士之有田而不耕者，贫士之告贷于大夫以维持生活者，是否是因为怠惰而陷于贫困的？如其

然，“将举以为收孥”。这样的贫而怠者，也必须调查清楚，以便加以应得的惩罚。士之有

田宅，即是有了社会地位，而不见任用于国家者，必须了解他到底是为什么为政府的官吏所

厌恶、而不被采用，以防其图谋不轨，扰乱治安。 
没有田宅的士，当然没有资格去做武士，因为要做一个武士，必须有起码的财富，足以

自备兵车才行。有田宅而为处士，或不见使用于国家的士，当然也不是武士，因为武士是有

跟随封建领主去作战的义务的，虽欲做处士而不可得，虽欲不见用亦不可得的阶级。战国时

代的士，有田宅者为地主，没有田宅者则为贫士；一无所长者，只得终生做个贫士；有修行

足以教人，可使帅众而蒞百姓者，即可由士拔擢为吏，由吏而大夫，以至于将相。战国时代

是士、大夫（地主）的天下，而不是卿、大大（领主）得以恣意横行的天下了。 



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  

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  

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 

问一民有几（年）人之食也？ 

国家必须了解境内开辟了多少田亩？有多少农业人口？其中有多少劳动模范，足以为人

民的榜样的？农民的生产力有多么高， 一人耕地就能养活几个人？这是有关财政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在封建领主的采邑内——具有割据性的独立王国内，是不容许国家的中央政府去

过问的。在战国时代，这些问题都可以由国家来进行调查了，足证封建领主的独立王国已经

不存在。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  

问死事之寡，其饩廪何如？ 

外人之来（从）徙，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 

官（承）丞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家？ 

如有为国牺牲的烈士的孤儿、寡妇，而尚未领得抚恤的田宅或粮食，这将影响士气，必

须调查清楚而加以抚恤。地方上的助理书记之类，只尽义务而没有田宅或领取薪俸的小吏，

亦应适当的照顾，以消其愤闷不平之气，以避免其敲诈为生；对于外人之移居于境内而没有

田宅者，应使其有谋生之道，以防其为非作歹。这些问题都是在封建领主时代不可能发生的

现象。在封建领主制度下，农奴战死，反正家中有份地，不愁孤儿、寡妇们无田可耕；而为

封建领主担任书记的，大概是采邑内的小宗的子弟们，生活是有保障的；除了少数外国的卿

大夫可能亡命到境内来，而一般的人民是很少有迁徙的权利的。这些问题只可能发生在封建

地主时代。 
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 

余子仕而有田邑宅，
①
今入者，几何人？ 

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  

问乡之良家，其所（牧）收养者，几何人？  

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  

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赘者，几何人？ 

在封建领主时代，各氏族集团的成员，都是由领主也即由大宗的宗子管理的。大宗把他

由分封得来的釆邑分一部分给他的小宗，而小宗也依次把他们分得的采邑分给各家族的成

员，所以封建领主对其氏族成员能够进行双重的控制，即用经济上的权力和宗法上的权力来

进行严格的统治。及至封建领主被消灭之后，各氏族集团的成员就变成了无人约束的一盘散

沙。其中的富裕的宗子可能从同情心理（不是义务，更不是责任）出发来收养几个叔伯兄弟；

但同时也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就是有的宗子穷了下来，反而要依靠富裕的叔伯兄弟来维持生

活的。富裕而孝弟的氏族成员是当时的政权的支柱，贫穷而忤逆者就很可能变成当时的政权

的敌人。所以政府必须调查清楚，谁富？谁贫？谁孝弟？谁忤逆？然后对于这些氏族成员采

取分别对待的方针。在消灭了封建割据势力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感到的麻烦

多着呢。 
（冗）问开口而（冗）食者，几何人？ 

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 

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 

国子弟之游于外，几何人？ 

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 

                                                 
①
“田邑”的“邑”字，误，前人未校正。本篇“田宅”二字数见，则此地的“田邑”亦应校改为“田宅”。

有田宅而没有邑，即有田宅而没有居民点——农奴，正是战国时代的标志。 



这些上不能供政府使令，下不能率子弟力田，游手好闲，不劳动而只晓得糟蹋粮食的人

物，都是公安部门的对象，不可不调查清楚而严加管束，以除其害。 
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 

问人之货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  

问独夫、寡妇、孤（寡）穷疾病者，几何人也？ 

孤穷疾病者，亦宜调查而加以赈恤。 
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若）何居？ 

问五官有制度，官都（其）有常断，今（事）（其）事之稽也，何待？ 

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 

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 

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 

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 

刑事案件应依法处理者，何以迟迟没有处理？五官（即《小匡篇》中所说的大行人、大

司田、大司马、大司理、大谏之类的官）各有一定的制度、常规，仅可以按章程行事，何以

行政效率不高？兴利除弊，自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亦应调查而加以改革、施行。 
问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 

问男女有技能、利备用者，几何人？ 

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 

微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 
在工商业方面应进行了解的，是这几个方面。如在封建领主时代，这些问题都是不须要

了解的。工人跟农奴一样，人身隶属于领主，他们有何技能，领主全知道；至于商人，对于

闭关自守的领主们来说，更是不受欢迎的人物，根本上就没有想到要招来这种远人。这些问

题都是战国时代的新问题。 
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 

城粟军粮其可以（行）用几何年矣？ 

问兵（官之）之官吏，国之豪士，其急难可以先后者，几何人？ 

人有余兵，诡陈之行，以慎国常；时简稽乡帅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举之？ 

大夫疏器甲兵，兵车旌旗，鼓铙帷幕，（帅）师车之载，几何乘？ 

问兵车之计，几何乘也？牵家马，轭家车者，几何家？ 

战国时代的大夫，已无私兵。虽有几乘兵车，是用以装载自用的旌旗、鼓铙等饰器和甲

兵、帷幕一类东西的。公家的兵车、牛马，农民的家车、家马以及能胜任作战的壮丁，皆为

乡帅所掌握；私人而有多余的武器的，亦应遵守国法，责成其交出，陈列在兵营里，而不得

私藏兵器。国家先后选拔起来做兵之官吏，乃国家之豪士，而非领主的族人。除了春秋末年，

已经强大到了可以建立国家的晋之赵、韩、魏三家而外，任何封建领主都不可能储存军粮多

到可供数年作战之久。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封建地主制的战国时代的现象，完全没有封建领

主时代的气息。因为在封建领主时代，领主得用以作战的兵力和财力，都是他私人的机密，

非国家所得而过问。 
《问篇》所列举出来的国家所应调查、了解的事项，详细地描绘了一幅战国时代的社会

的平面蓝图，我们从这里可明白地看出封建地主制社会和封建领主制社会的区别 
 

二、封建地主的剥削方式和农民的生活状态 
 

在战国时代，出现了庞大的自耕农和佃农阶层。据李悝的估计，五口之家的自耕农，种

地百亩，每年可得粟 150 石，五人一年要吃 90 石，缴纳田赋 15 石，尚余 45 石。为了家庭



生活必需的其他开支，这 45 石粮食大概都会卖出，换钱来应付。平年每石可卖 30 钱。依照

这个最低限度的开支计划，一个五口之家的佃农，如果他也和自耕农一样只耕百亩，则完全

无法维持其生存，因为他还必须从收获中提出一半或一半以上粮食来向地主缴纳地租；因此，

一个佃农如果想维持其最低生活，必须加强劳动强度，比自耕农多种加倍的田地才行。在这

种情况下，佃农也可能出售 45 石左右的粮食到市场上去。所以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已

经形成了广大的粮食市场。商业资本以及产业资本时期的经济法则——供求法则开始起作用

了。丰年秋收时谷多，供过于求，则粮价下跌；凶年谷少、春荒时谷少，供不应求，则谷价

上涨。手中掌握着大量食粮的地主们便利用这一条经济法则来加强剥削了。 
（山）《至数篇》第七十六： 

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

于是县、州、里受公钱。泰秋，国谷去叁之一，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粟，

入若干。”谷（重）量一也，以藏于上者，国谷三分，则二分在上矣。泰春，国谷倍

重，敷也。泰夏，赋谷以市櫎，民皆受上谷，以治田土。泰秋，田谷之存予者若干？

今上敛谷以币，民曰：“无币，以谷。”则民之三，有（又）归于上矣。重之相因，

时之化举，无不为谷策。 

这一段文字，是作为管子的意见上给齐桓公的谷策，其实是当时的地主一般所采取的经

营方法。其意大概是这样的：政府预先把公钱存在郡县州里，秋收之时，谷价下跌三分之一，

政府就下命令给郡县属大夫，叫他们把市场上的三分之二谷物收购进来，藏于国家仓库。到

春荒之时，谷价自然上涨，增加了一倍，国家已经赚了不少。从春到夏，谷价一直是很高的。

然后依照市价把谷子借贷给农民，以补充其不足的粮食和种子。及至秋收之时，待田中青苗

已经不多，粮食大量上市，粮价因而下跌，这时才去向农民讨债，要农民还钱，农民是没有

钱的，只得用跌了价的新谷抵债。在一转手之间，政府赚的钱是一倍。比方说，春荒之时，

谷价上涨，一石 40 钱。这时农民来向政府借 40 钱，政府便给他一石谷子。及至秋收之后，

谷价下跌，一石只值 20 钱，政府却向农民讨债，要 40 钱，农民没有钱，只好用二石谷子，

作价为 40 钱，还给政府。在一转手之间，农民吃的亏是加了一倍。这种办法和李悝的平粜

法恰恰相反。李悝的平粜法还有一点像国家的政策；此地的所谓谷策，哪里是什么政策？简

直是抢人。 
（臣）《匡乘马篇》第六十八： 

管子曰：“百亩之夫，予之策曰……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泰秋，子谷大登，

国谷之重去分。谓农夫曰：币之在子者以为谷，而廪之州里。国谷之分在上，国谷之

重再（十）一倍……” 

这一段的文意：在春荒时间，叫农民来，告诉他说，为了春荒，我可以借钱给你。到了

秋收的时候，谷价跌落一半，再叫农民来告诉他说：春天借给你的钱，现在你可以用谷子来

还，并且把谷子缴纳到州里的国家仓库里去。于是国谷的一半又为国家所有，而且谷价加了

一倍。《匡乘马篇》的这一段文字，比《至数篇》的一段文字，更简单扼要地说出了地主们

的剥削手段。 
在解放前，所谓“厚道”的地主或“公正”士绅们正在丝毫不爽地干着这一套。我们必

须知道，这要“厚道”的地主才干这一套，至于那些刻薄成家的地主们，在迫使农民还本之

外，还要加利。轻则二分利，重则三分利。比方说，在春荒时的谷价一担为 20 元左右，秋

收时的谷价一般地是一担 10 元左右。农民在春荒时向地主借 20 元，即借一担谷子，而在秋

收时还给地主 20 元的本，即须要还谷子两担。再加上二分利息四元，就是连本带利，要还

给地主两担四斗。如果是三分利的话，就必须还给地主两担六斗谷子。剥削是惊人的。自然，

三分利在黑暗的农村里也被称为砍脑壳利息，贪图这种厚利的地主还是少的，至于要二分利

的地主，就不一定是少数了。 



《治国篇》第四十八： 
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

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则兵强，兵强（者）

则战胜，战胜（者）则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多）粟

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

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

贫矣。（凡）故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

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粜以五，春粜以束（十），是

又倍贷也。……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

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 

这一段文章读起来，简直有一点读《商君书》的味道。是《商君书》抄袭了《管子》呢？

还是《管子》抄袭了《商君书》呢？姑且不论。总之，这一段文章明确地表现出重农抑商的

商君的思想。这一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明确地指出了战国时代的谷价，春

荒时比秋收时恰恰高了一倍，跟解放前情况一模一样。第二，士农工商这个熟语的形成，标

志着封建地主制的出现，士已经不是享有封建特权的武士阶级，而仅仅是四民之—了。 
在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操纵之下，谷价的涨落悬殊，从而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再

加之以上征暴急无时，比方说，二月征丝，四月征谷，而农民此时手中恰好缺乏这一类的东

西，逼得农民出一倍的利息去向地主借高利贷来，以供给上面的需索；天旱之时，雨水不足，

农民又得借倍息之利的钱来请雇工，帮助灌溉田亩；在重重的剥削之下，农民被逼得走投无

路，只好卖儿鬻女以偿债了。 
在闹饥荒最普遍、最严重的年头，政府有时也不得不替农民想一点办法。 
《乘马数篇》六十九： 

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事），

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这就是读者们所熟悉的解放前报章杂志上经常呼吁的“以工代赈”的办法。在这样的

年头，战国时代的农民已经穷到前门养不起狗，后门养不起猪的程度了。 
地主的剥削方式也好，农民的生活状况也好，以工代赈的办法也好，这整个的一套和

近代中国的社会情况完全一样。这就使我们有根据来说，战国时代的农村生活（城市且不谈）

和近代的农村生活，并无二致，都是属於封建地主制的社会。 
 

三 、《重令篇》中关于专制主义的理论 
 

国内有些史家主张，中国的专制主义是古代大规模的洽水工程的产物。我们曾经指出这

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于中国的历史事实。历代相传的夏禹治水，不过是一篇神话。迟到春秋末

期，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才看到了真正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而这些水利工程大都是各国诸侯兴

办的，甚至于是各国的地方官吏兴办的，与全国性的中央政权无关。这种地方性的水利工程，

又怎么能够产生中国的专制主义？我们实在有一点莫测高深。 
中国上古时代，根本上没有什么专制主义。相反地，我们在古代倒看见长期存在着古

代社会的民主精神。周族在进入中原之际，他们尚处于氏族制的末期，即农村公社时期。氏

族制时期的精神，主要地是民主精神。周族把这一精神带进中原之后，长期地被保留在古代

社会中，即最初主张中央集权的郑子产——法家最早的鼻祖亦不敢向这种传统的民主精神进

攻。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则我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

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吾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

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之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

“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

臣？”仲尼闻是言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子产的思想，并非子产个人所发明，实渊源有自。 
《国语·周语上》：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

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足者，宣之使言。” 

子产说：“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之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

而药之也。”这几句话和邵公所言，若合符契。足证民主精神实为古代的传统思想，最易为

人所接受，故子产之言一出于口，便取得了孔子的同情。 
中国的专制主义，萌芽于商鞅。商鞅为了摧毁封建领主的割据势力而强化中央集权的

政治，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封建领主的措施。不难想象，领主们七嘴八舌地进行了疯狂的反

攻；而商鞅的对抗手段，便是掩起耳朵来镇压。 
《史记·商君列传》：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

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

未萌。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与乐成。谕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

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商鞅认为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所有的反对派都是

于闇于成事的愚者。对于这些愚者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的，只有采取斩钉截铁的办法来对付。 
《秦本纪》： 

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

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 

《商君列传》又说：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

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法令坏，固然不许说；法令好，亦不允许说。只许人民一声不响地执行法令。商君之专

制，颇有可观。商君的思想，在《管子·重令篇》第十五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

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

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

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

而下恐。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

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

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无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无罪，则是教民不敬也。

令出而不行者无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也。令出而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

下分也。益损者无罪，则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则巧佞之人，将以此成私为交；比周

之人，将以此阿党取与；贪利之人，将以此收货聚财；懦弱之人，将以此阿贵事富；

便辟伐矜之人，将以此买誉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

乱，不可得也。 



这里阐明了国家的法令之所以不容许议论的理由。如果法令一出，就有官吏来议论其可

与不可，势必有些官吏藉口于法令之不可，故意违背法令，以树立自己的威权，为了自己的

私利而恣意行动，是在下的官吏分得了国家的权威；如果法令一出，就有人民议论其可与不

可，是权威不在于国家而在于人民了。所以国家的命令一下，必须雷厉风行。对于怠慢法令

的人而不加以罪责，是教民不敬；对于不执行法令的人而不加以罪责，是教民不服从；对于

执行法令而上下其手的人，若不加以罪责，是教民误入邪途也。这些情况，对于国家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故曰：官吏执行法令而少执行一部分者死，官吏执行法令而超过范围者死，

官吏不执行法令者死，官吏迟迟不从速执行法令者死，人民之不服从法令者死。要是不折不

扣的做到这一步，即使负起了统治天下的责任，亦自不觉其重了。 
《任法篇》第四十五： 

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胸，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

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①

商君的专制主义，在他的后学者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及至秦始皇，遂完完全全地付

诸实施了。 
《秦始皇本纪》：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

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

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

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

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人

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

以造谤，如此弗禁，则王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

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

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巷议固所不许，心非亦所不容，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至此，中国古代的专

制主义，达到了它的最高潮。而在商君和李斯之间，《重令篇》的理论，起着承前启后的作

用。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他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 

（原载《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①
本章从《管子问》、《至数》、《治国》、《乘马》、《数》、《重令》、《任法》等篇中引用了几段文

章，大都是战国时代或者是身经战国时代的生活的人们所作，只有《治国篇》，根据罗根泽氏著《管子探

源》的论断，或者作于汉代文、景以后；但据郭沫若氏的考定，《治国篇》“殆战国时梁人或汉初人所为”

（见《管子集校》）。著者亦认为依郭说把《治国篇》的写作年代提前为当。因为由汉初至文、景时代，

得势的是黄老之言，法家已经失势。而且在进入汉朝以后，再来提倡法家的富国强兵，战胜地广之说，也

似乎类于无的放矢。 


